原告渤海邮轮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邮轮切舱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当事人就合同履行虽没有发生直接经济纠纷，但并不意味彼此对合同中的法律地位没有争议，这种争议的存在就是“诉”成立的基础，法院可以受理并进行裁判。

虽现行法律规范并没有对邮轮行业中“包船”以及“切舱”进行定义，但当当事人理解不一致时，应当根据合同的基本文意以及签约目的和具体履约方式并结合经济生活中客观情况依照法律规则进行综合裁判，判决最终确定本案合同条款中“包船”以及“切舱”不是舱位的销售模式而应是租用模式。

原告：渤海邮轮有限公司(BOHAI CRUISE CO.,LIMITED)，住所地中国香港皇后大道中。

法定代表人：于新建，董事。

被告：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法定代表人：张祥，总经理。

原告渤海邮轮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因邮轮切舱合同纠纷一案，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渤海邮轮有限公司诉称：1、请求确认被告邮轮部分舱房承租人法律地位，被告没有履行包船行为；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25日，渤海邮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原告作为承运方、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为切舱方，双方签订《“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约定：2017年1月6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中华泰山”邮轮以海口港为起始港，运营海口—越南下龙湾、岘港国际邮轮航线，切舱方对上述所有航次予以切舱并支付切舱费用。前10个航次每航次切舱400人，基本切舱价格20万元/晚；最后10个航次每航次切舱600人，基本切舱价格30万元/晚；其它航次每航次切舱500人，基本切舱价格25万元/晚。承运方为保证切舱方市场销售秩序，在切舱方全面履行本合同的情况下，切舱方在此期间内是承运方唯一的销售代理商，承运方不得擅自销售舱位。承运方保证“中华泰山”号邮轮可用舱位960人（含领队），舱房389间。因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修改、解释和终止等发生任何争议，合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提交青岛海事法院或海南海事法院予以诉讼解决。原告随即报备航线，与相关方签订《船舶代理合同》、《旅游合作合同》，并自2017年1月6日起正式开设并运营海口—越南下龙湾、岘港邮轮旅游航线。2016年12月16日，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更名为海南康泰旅游有限公司,该公司依《“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对相应航次予以切舱并支付切舱费用。2017年3月10日，原告与海南康泰旅游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至2017年3月10日的海口-岘港-海口航次结束后终止。2017年3月13日,海南康泰旅游有限公司更名为被告现名称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对于2017年1月6日-3月13日期间“中华泰山”邮轮运行的海口至越南航线，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等协议和相关事实，显然，原告是航线的开设方、运营方；被告只是邮轮部分舱房的承租人而不是包船人，其没有履行包船行为。鉴于此，原告现具状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辩称：

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备诉的利益。本案原告诉请为确认之诉，而涉案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被告之间因该合同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已经终止，且双方对于合同的履行无任何法律纠纷，原告诉请没有依法值得保护的诉的利益，法院没有必要进行裁判。依照《民事诉讼法》等规定，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错误。

（一）、根据《海商法》的规定，在定期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赁合同上才有承租人定义，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该法律关系，所以，原告请求确认被告是承租人法律地位是错误。  

（二）、原告诉请不明确。原告诉请所指代的部分舱房指的是哪些无法明确，诉讼标的无法明确的情况下，应认定原告没有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三）、《海商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中，没有包船法律概念，无法知晓原告要求确认的是被告没有履行哪些行为。所以，原告的诉求不具体、不明确。

三、尽管原、被告双方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已无法律上的争议，但对于合同内容及合同履行的理解，被告实际履行了行业惯例中所谓包船行为。本案原被告根据双方约定采用的合作方式是国内邮轮旅游也最为常见的“包船”（“切舱”）销售模式，但在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对邮轮行业中的“包船”有明确的法律定义。根据行业实践，“包船”是获得了整船全部舱位的经营权，“切舱”是获得船上的一部分舱位的经营权。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属于被告向原告“包船”的协议，被告也履行了“包船”行为。

（一）、被告获得了整艘邮轮全部舱位经营权，符合“包船”特征。根据双方约定，被告是全部舱位的唯一经营者，原告不得擅自销售舱位，如需销售或者使用必须按照被告的销售政策进行。合同履行期间，除被告外，无任何第三方向原告采购“中华泰山”舱位。合同履行期间的原告方人员上船费用无需原告负担，且纳入保底人数，实际由被告替原告负担了费用。这正体现被告取得全部舱位销售权，承包了全部舱位。

（二）原被告之间的约定的价格模式属于“包船”的价格模式，被告作为包船方向原告支付了相应费用。原、被告之间采取的是保底费用加实际人数综合结算的方式买断全部舱位，保底费用保障了船方的基础收益，这种计算方式不能改变被告获得了全部舱位的基本事实。

（三）被告享有舱房定价权，符合包船特征。

综上，原、被告所签订的《“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实为包船合同，被告作为包船方，履行了包船行为。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彼此对证据证明内容的异议主要体现在对合同内容的不同理解，这也是本案实体争议所在。对于证据效力，法院在判决正文中一并予以认定。

青岛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6年11月25日，原告由渤海邮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作为承运方与作为切舱方的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该合同开篇前言：鉴于：承运方所属和经营的“中华泰山”邮轮，切舱方希望就该船舶向承运方切舱（即租用船舶舱房）用于旅客运输…约定：2017年1月6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中华泰山”邮轮以海口港为起始港，运营海口—越南下龙湾、岘港国际邮轮航线，切舱方对上述所有航次予以切舱并支付切舱费用…市场执行价格由切舱方制定，并报承运方备案；切舱方负责市场销售切舱舱房，售价由切舱方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但是各舱房第一人的最低售价不得低于650元/晚…前10个航次每航次切舱400人，基本切舱价格20万元/晚，不足400人的航次按20万元/晚计，超过400人的航次除按20万元/晚价格支付切舱费外，还应根据400人以外的人数按400元/人/晚标准支付舱位费用；最后10个航次每航次切舱600人，基本切舱价格30万元/晚，不足600人的航次按30万元/晚计，超过600人的航次除按30万元/晚价格支付切舱费外，还应根据600人以外的人数按400元/人/晚标准支付舱位费用；其它航次每航次切舱500人，基本切舱价格25万元/晚，不足500人的航次按25万元/晚计，超过500人的航次除按25万元/晚价格支付切舱费外，还应根据500人以外的人数按400元/人/晚标准支付舱位费用…承运方为保证切舱方市场销售秩序，在切舱方全面履行本合同的情况下，切舱方在此期间内是承运方唯一的销售代理商，承运方不得擅自销售舱位…承运方保证“中华泰山”号邮轮可用舱位960人（含领队），舱房389间…因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修改、解释和终止等发生任何争议，合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提交青岛海事法院或海南海事法院予以诉讼解决。

原告报备航线后于2016年12月20日与西贡旅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南）签订《船舶代理合同》、《旅游合作合同》，并自2017年1月6日起正式开设并运营海口—越南下龙湾、岘港邮轮旅游航线。

2017年1月24日，原告与海南康泰旅游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对《“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第二条（三）款第2项内容做了调整。2017年3月10日，原告与海南康泰旅游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至2017年3月10日的海口-岘港-海口航次结束后终止。

2016年12月16日，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更名为海南康泰旅游有限公司；2017年3月13日,海南康泰旅游有限公司更名为被告现名称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依《“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及《补充协议》，就2017年1月6日至2017年3月13日期间“中华泰山”邮轮执行的海口—越南相应航次向原告支付了费用。

原告当庭确认因海南地方政府招商，其所属的“中华泰山”轮开辟了海南-越南航线，因与被告就哪一方有权向政府申请奖励发生争议，所以提起本案确认之诉。被告当庭确认政府有相关奖励，也未对因申请政府奖励与原告发生争议予以否认。

以上事实，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青岛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青岛海事法院作为双方协议约定的管辖法院之一，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选择适用内地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故法院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审理本案实体争议。

本案原、被告在《“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确实没有发生因履约不当而在当事人之间导致直接经济纠纷的争议，而且该合同已经实际履约完毕，但这并不意味双方对彼此在合同中法律地位的认识没有争议。就本案而言，原、被告就被告在《“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中的法律地位，即：被告究竟是“切舱”方还是“包船”方、被告履行的是“切舱”行为还是“包船”行为，存在明显不同理解，而且双方就谁有权申请航线的政府奖励已经实际发生争议，所以原告向法院提起本案确认之诉，请求确认“被告邮轮部分舱房承租人法律地位，被告没有履行包船行为”，即：被告系部分舱房的承租人而非包船方。该诉请建立在双方存在的争议基础上，所以原告的起诉具备诉的利益，符合法律规定。

如被告抗辩所称，现有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对邮轮行业中“包船”以及“切舱”进行法律定义。被告理解的“包船”以及“切舱”指的是全部或者部分舱房的销售经营模式；原告理解的“包船”、“切舱”是指部分和全部舱位的承租方式。对于双方理解所产生的争议，应当根据约定以及履约行为进行综合裁判。《“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前言中即约定“…切舱方希望就该船舶向承运方切舱（即租用船舶舱房用于旅客运输）…”，该措辞的文意明确，“切舱”系“租用船舶舱房”而不是销售船舶舱房/舱位；与此相对应，“包船”即应当被理解为“租用船舶全部舱房/舱位”，故本案应对原告开设并运营的海口—越南邮轮旅游航线中，被告是“中华泰山”邮轮部分舱房/舱位还是全部舱房/舱位的承租人身份进行审查确认，从而认定被告在合同中的履约行为究竟系“切舱”还是“包船”。

无论是“切舱”还是“包船”，被告方所承租并销售的是“中华泰山”轮可由具体自然人所使用的“舱房/舱位”。所以，原告方主张被告系舱房/舱位承租人并无不当，被告使用《海商法》中船舶承租人的法律概念予以对抗并主张原告请求确认被告是承租人法律地位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原告诉请所指代的“部分舱位”指向“中华泰山”轮每航次中被告支付基本“切舱”价格的舱位，并非不确定不具体的抽象事物；而且，原告诉请确认的是被告履约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被告在合同中的具体法律地位，不存在诉讼标的不明的情形；现有法律虽然没有“切舱”、“包船”的法律概念，但是不影响法院依据法律规则对经济生活中真实出现的客观情况进行裁判。综上，法院认定原告诉请具体明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畴，对被告该抗辩不予支持。

根据双方合同中约定，“切舱”费用被分为不同档位，被告根据不同档位的“切舱”指标向原告支付“切舱”费用，即舱房/舱位的承租费用。“切舱”指标内的舱房销售盈亏由被告自行享有或负担，该部分舱房/舱位即被告所称的“保底舱位”，由被告承租并按基本“切舱”价格向原告支付费用。但是双方还约定，“切舱”指标以外的由被告销售的舱房/舱位另外计价并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费用，这也充分说明被告在合同履行期间并非承租“中华泰山”轮全部舱房/舱位。

双方合同确实约定，被告方是航期内原告唯一销售代理商，原告不得擅自销售舱房/舱位，而且如需销售，应当按照切舱方给予的销售政策进行销售和结算，销售量计入切舱方的保底舱数量。但根据该约定，被告得到的是“中华泰山”轮舱位的唯一销售代理权，而且被告无需承担合同约定的“切舱”舱位以外的舱房/舱位销售不能的经济风险，这显然不是“包”字措辞所指代；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就“中华泰山”轮每航次全部舱房/舱位向原告支付费用，其抗辩所称“保底费用加实际人数综合结算的方式买断全部舱位”并非实际真实买断全部舱位。所以，被告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被告以其有权决定舱房/舱位在市场销售过程的定价为由主张“包船”行为成立，理由不充分，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原、被告所签订的《“中华泰山”邮轮切舱合同》的约定以及双方的实际履约行为，被告只是在合同履行期间承租了“中华泰山”邮轮的部分舱房，即其所称的“保底舱位”，对于“保底舱位”以外的舱房/舱位，被告不是承租人而只是原告的销售代理商。法院认定，在本案“中华泰山”邮轮运营的海口—越南邮轮旅游航线中，被告只是“中华泰山”邮轮部分舱房/舱位承租人，并没有实施对全部舱房/舱位的“包租”行为，不是其主张的“包船人”，被告认为其实际履行了“包船”行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据此，青岛海事法院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
    确认被告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越南邮轮旅游航线中系“中华泰山”邮轮部分舱房承租人，没有履行“包船”行为。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推荐意见】
判决书查明了争议合同条款和履行的基本情况，并专门查明虽合同双方对履约无争议，但因申请政府航线奖励，彼此对合同地位有不同认识，为说理部分对本案之所以成“诉”做了铺垫。说理部分结合事实并根据双方合同条款文意，指出确认当事人合同地位是明确诉请而且构成“诉”的条件；根据合同文意以及客观事实得出结论：“包船”以及“切舱”不是销售模式而是租用模式。判决全文逻辑条理清晰，说理透彻，裁判结果对同类型案件处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案例报送单位：青岛海事法院烟台法庭

编写人：吕延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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